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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提升我国农作物区域育种创新、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深入探究FDI技术溢出如何影响农作物区域育种创新。采用1999-2019年29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在评估各省份植物新品种保护水平的基础上，定量分析FDI技术溢出对我国农作物区域育种创新的影响及植物新品种保护的调节效应。研究表明：FDI技术溢出能够促进农作物区域育种创新，植物新品种保护能强化这一效应；且上述结论在农作物区域育种创新高、中等水平地区作用更为显著，低水平地区的FDI技术溢出对农作物区域育种创新未产生显著影响且植物新品种保护具有抑制作用，但二者共同作用能有效提升农作物区域育种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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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FDI Technology Spillover on Crop Regional Breeding Innovation: A Study Based on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the Protection of New Plant Varieties

ZHANG Yongqiang1，DONG Quanyao1，HAN Ruiling2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Northeast Agricultural University，Harbin 150030，China；2.Beijing Dabeinong Technology Group Co., Ltd.，Beijing 100000，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enhance the innovation of regional crop breeding in my country and realize the self-reliance and self-improvement of seed industry technology, this paper deeply explores how FDI technology spillovers affect regional crop breeding innovations. Using the panel data of 29 provinces from 1999 to 2019, evaluating the protection level of new plant varieties in each province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the impact of FDI technology spillover on China’s regional crop breeding innovation in China and the regulatory effect of new plant variety protection.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FDI technology spillover can promote regional crop breeding innovation, and the protection of new plant varieties can strengthen this effect; the above conclusions have a more significant effect in regions with high and medium levels of regional crop breeding, the spillover of FDI technology in low-level regions has no significant impact on regional crop breeding innovation and protection of new plant varieties showed an inhibitory effect, but the combined effect of the two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innovation of regional crop bree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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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中央积极工作会议中首次将“解决好种子和耕地问题”作为年度经济工作重点任务单独列出，明确提出要开展种源‘卡脖子’技术攻关，立志打一场种业翻身仗。2021年7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通过《种业振兴行动方案》，强调要把种源安全提升到关系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随后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也提出要继续大力推进种源等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进种业领域国家重大创新平台建设。近年来，我国植物育种技术领域中70%的技术并跑或领跑于国际水平，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植物育种领域综合水平仍比较低，与国际领先水平相差10.3年左右，其中植物生物技术育种的创新能力不足是产生差距的主要原因[1]。因此，在种业科技竞争愈演愈烈的国际形势下，如何有效提升我国农作物区域育种创新能力，缩小与发达国家间的差距，避免农作物育种技术受制于人，对实现种业自立自强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技术的迅速发展主要得益于来自发达国家技术引进和技术模仿[2]，而外商直接投资作为获得发达国家技术溢出的重要途径，对我国的重要意义已经被普遍认同，虽然外资企业品种在我国种子市场的份额不到3%，但由外资企业进入带来的技术溢出极大地促进了国内种子企业管理和生产升级[3]，对我国农作物区域育种创新能力的提升产生积极作用。全国适用的《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已从2017版发展到2021版，其中种业的新品种选育和种子生产部分从2017版中农作物均需由中方控股，到2018版中仅小麦、玉米需由中方控股，再到2020版中小麦新品种的外资股比不超过66%。外资股比的逐步放宽，极大地提高外商投资的动力，加快我国引进国外先进新品种，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我国种子问题。但现如今，新型冠状病毒性肺炎疫情的出现极大影响了全球投资环境，据联合国国际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数据库显示：2020年全球FDI流量骤降到9988.9亿美元，较上一年下降34.72%，达到2006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分地区看，发展中地区和发达地区的FDI流量较上一年分别下降了8.72%、58.72%，仅依据2020数据可初步认为此次疫情在短时间内对于发达地区的影响更为明显，但随着疫情的持续影响，可预计全球投资环境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不会明显好转，同时，我国具有的成本优势也在逐渐降低，这极大增加了我国吸引外商投资难度。因此，在外商直接投资较难大幅度增加时，如何保证FDI技术溢出的正面效应得到充分发挥，以此提升我国农作物区域育种创新能力、保障我国粮食安全显得尤为重要。

事实上，伴随着我国技术的不断进步，既有文献从不同角度分析了我国育种创新及其影响因素，例如从外部环境视角，以往研究主要把育种创新归功于不断增大的种业知识产权保护[4]、政府支持[5]、互联网发展[6]、农业开放程度[7]、金融业发展[8]、产业专业化集聚[9]等外部因素。再如从内部环境视角，以往研究大部分都肯定了研发投入的积极作用，但进一步通过细化我国公共科研部门研发投入的类型，发现其中基础研究投入的增大不能有效促进育种创新[10]。
鉴于此，本文可能存在的研究贡献为：一是探讨了FDI技术溢出对农作物育种创新的影响，而以往的研究多集中于对技术创新，较少会聚焦于育种技术创新。二是在分析FDI技术溢出对农作物育种创新的影响时，进一步考察了植物新品种保护的调节效应，为提升农作物育种创新能力的提供贴近现实的政策启发。三是通过对我国农作物育种创新水平进行划分，深入揭示FDI技术溢出对不同育种创新实力地区的异质性影响。

1研究机制分析

外商直接投资（FDI）作为国际资本流动的主要方式和国际技术溢出的重要载体，对东道国的技术创新既有正面效应，也存在着负面效应。本文在研究我国通过FDI渠道获得的技术溢出能否提升农作物育种创新能力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国情，进一步考察了东道国的植物新品种保护在FDI技术溢出对农作物育种创新传导机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进而更好地解释FDI技术溢出与农作物育种创新二者之间的作用机制。

1.1 FDI技术溢出对育种创新的影响

1.1.1 FDI技术溢出对农作物育种创新的正面效应
以往研究在一定条件下肯定了外商投资渠道获得的技术溢出对东道国育种创新存在正向影响[11-13]，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当外商对东道国进行投资后，外商企业在东道国采用的先进育种技术和研发知识，可能会给本土企业带来免费的示范效应，有助于本土企业学习和模仿外资企业先进育种技术，增加了本土企业育种研发的技术选择，降低了使用新技术的风险成本，通过实现“干中学”的技术进步来提升东道国的育种创新能力。此外，由于吸收、消化和模仿花费的成本和时间远小于发明创造，因此FDI的示范效应极大的节约了东道国大量的资源和时间，使得东道国可以利用更多的财力、物力、人力实现育种技术跨越式发展，发挥东道国的后发优势，提高育种研发创新活动效率，育种创新能力将进一步提升。二是FDI为东道国劳动力提供了更加优质的就业学习机会，一方面，随着外资企业员工向本土企业进行流动时，流动人员会将在外资企业获得的先进技术、知识以及经营管理经验运用到本土企业，实现技术正向扩散；另一方面，外商企业的员工培训节约了再次雇用这些员工的本土企业的培训开支，使其有更充裕的资金投入到育种研发环节，有助于提升本土企业的育种创新能力。三是外资企业进入东道国市场给本土企业带来竞争压力，二者之间良性的市场竞争，促使本土企业更大程度利用资源提高育种创新效率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本土企业改良创新落后育种研发技术，加大学习模仿及研发力度以便取得竞争优势。在对外资企业进行技术追赶的过程当中，本土企业获得了溢出效应[14]，提升东道国育种创新能力。四是随着外资企业在东道国发展，外资企业与东道国企业逐步建立起前后向关联关系，借助研发合作协议或技术合作等形式共同参与东道国的种子产业的生产分工和经营销售，使得育种研发技术扩散到本土企业，促进了东道国的育种创新能力。

1.1.2 FDI技术溢出对农作物育种创新的负面效应
FDI技术溢出对东道国农作物育种创新的影响也存在负向的挤出效应。一是，当东道国与母国的育种技术水平相差过大时，东道国学习模仿母国的育种研发技术具有较高成本，使得本土企业不具备育种研发动机。再加上相比于本土企业，外商投资企业拥有更强的资本实力、更灵活的营销手段，能更快占有市场，在市场竞争中胜出。此外，随着东道国与母国二者育种技术差距逐渐缩小，外商投资企业为了保持较高的市场占有率，会进一步从母国转移先进的育种技术，使得本土企业竞争压力增大，削弱本土企业进行育种创新的积极性，使得FDI技术溢出对东道国育种创新能力产生抑制作用。二是，东道国采用先进的育种技术会产生较高的前期固定成本，这种固定成本包括对学习新技术、购买种子等方面的投资，但若本土企业受到较高的财务约束时，新育种技术节省的成本难以抵消这些初始投资成本[15]，会严重损害本土企业利益，使FDI技术溢出对东道国的育种创新呈现负面效应。三是，拥有较高资金实力的外商企业能够提供更高的薪酬吸引东道国育种研发人才，造成东道国的人才流失，获得负向的技术溢出[16]。同时，外商企业在东道国的研究成果仍属于外商企业，在育种研发成功后技术会扩散回FDI母国，不利于东道国育种创新能力的提升。
1.2 植物新品种保护的调节作用

东道国的植物新品种保护水平作为母国评判是否对其投资的重要依据，当处于较强的水平时，可以有效的保障外商企业利益，吸引其进行外商投资，同时东道国加强植物新品种保护力度也是维护自身种业创新市场安全稳定、提升育种创新能力的有效手段。因此，在探究FDI技术溢出对东道国育种创新的影响时，不能脱离东道国制度环境情况，应将植物新品种保护水平这一外部环境因素纳入分析框架中。在国际环境复杂、我国吸引外资难度增大的情况下，保持适宜强度的植物新品种保护水平，有助于更好地发挥FDI技术溢出在提升育种创新能力中的作用。

一方面，植物新品种保护水平能够强化FDI技术溢出对农作物区域育种创新的促进作用。其一，东道国植物新品种保护力度的增强，可以有效降低外商企业育种技术被东道国本土企业模仿、学习或逆向破解的风险[17]，保障外商企业利益，有效促进外资流入，增加外资企业以合资或独资方式进入的倾向，鼓励其进一步向东道国转移生产[18]，更多育种技术的进入，给东道国带来了先进经验，降低了育种研发成本，也节约了东道国的资源和时间，有助于将更多的资源放到自主研发创新中，提高东道国资源利用效率，促进东道国育种创新发展，进一步激发FDI对东道国技术扩散的正向作用。其二，植物新品种保护产生的垄断利润可以进一步激励育种主体进行研发投入和创新[19]，且随着植物新品种保护力度的加强，也会进一步提高新品种研发期望，激励育种主体持续进行更多的新品种研发活动，从而提高东道国的育种创新水平。
另一方面，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能够抑制东道国育种创新能力随着FDI增大而减弱的潜在风险。其一，植物新品种保护水平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模仿将创新行为，致使其只能从改进现有产品转向开发新产品[20]，激励本土企业立足本国国情进行自主创新，实现突破性品种的研发，避免派生品种泛滥，提高东道国育种创新质量。其二，植物新品种保护明确规定完成育种的单位或者个人对其授权品种享有排他的独占权，能有效限制本土企业的侵权行为，减少育种创新领域的不当竞争，维护了种业创新市场安全稳定，保障外商企业与本土企业之间良性的市场竞争，为本土企业的育种创新活动提供良好的外部制度环境，有利于FDI增加以及改善国内吸收能力，促进FDI正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发挥，推动本土企业的技术创新[21]，进而有助于缓解随着FDI增大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外商企业抢占市场、本土企业利益受损等潜在风险。
综上所述，FDI技术溢出对我国农作物育种创新水平影响的具有正面、负面两种效应，而植物新品种保护水平会增强FDI技术溢出对农作物育种创新的正向影响，且规避其负面效应，但具体效应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实证检验。

2实证研究设计

2.1模型构建

为考察FDI技术溢出对农作物育种创新水平的影响，本文构建如下双向固定效应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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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上式的基础上，为考察植物新品种保护的调节作用，本文加入植物新品种保护水平及其与FDI技术溢出的交互项，构建如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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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2）式中，innovation为农作物育种创新水平，FDIS为通过外商投资渠道获得的技术溢出，PNVP为植物新品种保护水平，X为控制变量，γ是年度虚拟变量，μ为各省份不随时间变化的个体固定效应，ε是随机扰动项，下标i和下标t分别指代省份和年份。
2.2指标选取

2.2.1 被解释变量
农作物区域育种创新水平（innovation）。采用植物新品种权来量化，植物新品种权的申请数目能在一定程度上反应育种创新活动的活跃程度，授权数目则在一定程度上反应了育种创新活动的真实水平。借鉴张超和周衍平[22]研究中对品种创新的衡量方法，采用植物新品种权申请和授权数目的加权平均值来衡量农作物区域育种创新水平。

2.2.2核心解释变量
FDI技术溢出（FDIS），即外商直接投资渠道下的技术溢出。参照李娟等[11]研究的测算方法，具体过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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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中FDI为实际利用的外商直接投资额；GDP为国内生产总值；S为R&D资本存量；下标i为我国省份，下标j为外商直接投资的来源国家，下标t为年份。
关于各国t时期的资本存量计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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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其中RD为R＆D实际支出；δ为资本折旧率，通常取5%；g为1999~2019年实际R＆D支出的平均增长率；下标0代表基期1999年。
2.2.3 调节变量
植物新品种保护水平（PNVP）。我国是立法权、司法权和执法权高度集中统一的法制化国家，各省在施行国际公约、国内法规的时间、条文等方面具有一致性，区别主要在于执法力度不同，故为体现各省份之间执法水平的差异性，借鉴韩玉雄和李怀祖[23]的研究，本文采用国家立法水平与各省执法力度的乘积表示该省份的植物新品种保护水平。国家立法水平方面，基于张琳琛和董银果[24]构建的农产品知识指标体系的基础上，聚焦于植物新品种保护，将指标体系进行了调整，并且将各部分指标得分进行标准化处理，国家立法水平的得分为五部分得分的总和。各省执法力度方面，包括社会法制化程度、法律体系完备程度、农业重要性程度以及国际监督4个指标（表1），并将各部分指标得分进行标准化处理，各省执法力度的得分为四个指标得分的总和。

表1 植物新品种保护水平指标构建
	
	指标构建
	衡量指标及评分标准
	标准化得分

	国家立法水平
	UPOV法案的遵守
	是否遵守“1978 法案”。遵守记1分，未遵守记0分
	0~1

	
	免除农民特权
	是否支持“免除农民特权”，即是否有权利用受植物品种保护的种子收获品进行二次种植。完全免除农民特权，得2分；对农民特权范围进行限制，得1分；完全支持，则得0分
	0~1

	
	免除育种者特权
	支持“本质衍生多样性保护”，即在受保护植物新品种基础上进行研发还要不要获得初始品种所有者的授权。支持得1分，不支持得0分
	0~1

	
	植物品种保护周期
	分值为规定的植物专利保护时间年限
	0~1

	
	植物品种保护范围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植物新品种保护名录》中包含种类的数目，一个记一分
	0~1

	
	国家立法水平总得分
	0~5

	各省执法力度
	社会法制化程度
	律师比例
	0~1

	
	法律体系完备程度
	《植物新品种保护法》立法时间
	0~1

	
	农业重要性程度
	各省农业总产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
	0~1

	
	国际社会监督
	是否为WTO成员，是记1分，否记0分
	0~1

	
	各省执法力度总得分
	0~4

	植物新品种保护水平总得分
	0~20


通过上述方法测算的我国历年植物新品种保护水平如下（表2）：我国历年植物新品种保护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且大部分年份的上升幅度都较为平稳。但在2000年出现骤降，主要原因是2000年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地区总产值突破十万亿元，但农业总值却较上一年减少了1.65%，使2000年我国执法力度大幅度减弱。2001年植物新品种保护水平的快速上升这一现象与当年国内大范围修订知识产权保护法律、国际上正式加入WTO的事实是一致的。

表2 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水平
	年份
	植物新品种保护水平
	年份
	植物新品种保护水平
	年份
	植物新品种保护水平

	1999
	2.000
	2006
	4.230
	2013
	5.548

	2000
	1.784
	2007
	4.001
	2014
	5.772

	2001
	3.825
	2008
	4.220
	2015
	6.018

	2002
	3.905
	2009
	4.433
	2016
	11.887

	2003
	3.801
	2010
	4.794
	2017
	12.275

	2004
	4.022
	2011
	4.928
	2018
	13.236

	2005
	4.218
	2012
	5.179
	2019
	15.007


2.2.4控制变量 

一是，研发投入，包括资金投入（funds）和人员投入（staff）。由于种业数据缺失，本文采用各省R&D 经费内部总支出占GDP的比重来衡量资金投入，各省R&D人员全时当量占其常住人口的比重来衡量人员投入。二是，植物新品种贸易开放程度，用相应商品的进出口值衡量，考虑到品种贸易数据的缺失，本文依据徐志刚等[19]学者研究，采用农业贸易开放度作为植物新品种贸易的代理变量，即农产品出口依存度（export）和农产品进口依存度（import）来表示。品种出口贸易的进行给本土企业带来了更多的利润，提高了国内育种研发主体研发动机，但随着品种的出口，也存在国内种质资源及育种技术的流失等情况，从而影响国内育种主体创新的积极性。品种进口贸易的进行有助于我国引进国外优质种质资源以及先进育种技术，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我国农作物育种创新水平，但同时随着优质种子的进口，会大大挤占国内种业市场、挤压国内种子生存空间，从而削弱国内育种主体创新积极性。三是，教育支出（education）。采用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教育经费所占的比重衡量，该指标的大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衡量一个省份对教育事业的重视程度，为育种创新活动奠定人才基础。四是，人均播种面积（seeded）。采用各省农作物播种面积与其常住人口数的比值，可以衡量农业在地区经济中的重要性，同时该比值的大小能一定程度上体现该区域对农作物新品种市场需求的大小，从而激励本土企业进行农作物育种创新行为。
2.3数据来源

我国于1997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1999年加入了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联盟并颁布具体保护名录，至此，我国农业植物新品种正式予以保护，各省也开始植物新品种权的申请。但西藏和青海1997年至2019年间的申请数目仅有9个、6个，授权数目也仅有5个、3个，样本数量过于少，易导致实证结果出现误差，同时基于样本的可获取性，本文最终选取我国除西藏、青海、香港、澳门、台湾在内的29个省份的1999-2019年数据来实证探讨FDI技术溢出对农作物区域育种创新的影响。此外依据2019年我国农作物种子的进口额排序，选取前十大进口国美国、日本、丹麦、智利、泰国、德国、加拿大、法国、意大利、韩国，其中智利研发投入数据大量缺失，本文最终选取除智利的九个国家作为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国进行测算FDI技术溢出。

其中，被解释变量的相关数据来自我国种业大数据平台。核心解释变量的相关数据来自省历年统计年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国贸易外经统计年鉴》、世界银行数据库，其中GDP和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均以2010年不变价美元计价。调节变量和控制变量相关数据来自《中国律师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业年鉴》、《中国农产品进出口月度统计报告（12月）》、《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在回归分析前，将FDI技术溢出数据取对数，控制变量单位均为%，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下表。

表3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样本量
	均值
	标准误
	最小值
	最大值

	innovation
	609
	45.846
	72.275
	0.000
	605.600

	FDIS
	609
	13.198
	1.922
	6.618
	16.422

	PNVP
	609
	6.075
	3.813
	0.397
	19.477

	funds
	609
	1.336
	1.064
	0.108
	6.315

	staff
	609
	0.196
	0.231
	0.011
	1.458

	export
	609
	12.674
	18.816
	0.109
	132.972

	import
	609
	40.629
	137.690
	0.003
	1 504.171

	education
	609
	17.593
	2.607
	10.660
	25.690

	seeded
	609
	12.482
	6.721
	0.411
	39.373


3实证结果与分析

3.1相关性分析

在基准回归之前，为确保回归结果的准确性与稳定性，计算了变量间Pearson相关系数，结果显示（表4）大部分变量都两两相关且显著，其中FDI技术溢出与农作物区域育种创新的相关系数为0.443，且在1%的显著水平下正相关，初步表明FDI技术溢出能够促进农作物区域育种创新的提升；另外，方差膨胀因子平均值为3.96，小于5，说明各变量间相互独立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变量选取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表4 变量间Pearson相关系数

	
	innovation
	FDIS
	PNVP
	funds
	staff
	export
	import
	education
	seeded

	innovation
	1.000
	
	
	
	
	
	
	
	

	FDIS
	0.443***
	1.000
	
	
	
	
	
	
	

	PNVP
	0.606***
	0.370***
	1.000
	
	
	
	
	
	

	funds
	0.435***
	0.510***
	0.268***
	1.000
	
	
	
	
	

	staff
	0.433***
	0.511***
	0.281***
	0.936***
	1.000
	
	
	
	

	export
	0.151***
	0.338***
	0.030
	0.724***
	0.756***
	1.000
	
	
	

	import
	0.347***
	0.264***
	0.160***
	0.741***
	0.761***
	0.758***
	1.000
	
	

	education
	-0.150***
	-0.135***
	-0.368***
	-0.209***
	-0.186***
	-0.060
	-0.224***
	1.000
	

	seeded
	-0.050
	-0.350***
	0.021
	-0.544***
	-0.544***
	-0.590***
	-0.427***
	-0.277***
	1.000


注： ***、**、*分别表示1%、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
3.2基准回归与植物新品种保护的调节效应分析

3.2.1基准回归

本文基于1999－2019年我国29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使用Stata15软件进行初步混合回归，结果显示存在个体效应，排除混合回归模型，进行Hausman检验，结果拒绝原假设，即选择固定效应模型，同时检验了所有年度虚拟变量的联合显著性，显示存在时间效应，故本文最终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

表5模型1和2给出了FDI技术溢出对农作物育种创新影响的回归结果，FDI技术溢出的系数均为正，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通过FDI渠道获得的技术溢出显著促进了我国农作物育种创新水平的提升。结合前文分析可知，可能的解释在于：外商投资给我国带来了先进育种技术、培养了优秀育种人才、节约了大量研发资源、提高了研发主体育种积极性，极大发挥我国的后发优势，使FDI技术溢出对育种创新影响的正向效应大于负向效应，即FDI技术溢出正向提升了农作物区域育种创新水平。

关于各控制变量，资金投入（funds）、人员投入（staff）、农产品进口依存度（import）、人均播种面积（seeded）均显著为正，且研发投入部分系数相对较大，由此可知，加大研发投入、增强农产品进口贸易和维持一定比例的人均播种面积等举措，有利于提升我国农作物育种创新水平，且研发投入的促进作用更大。农产品出口依存度（export）显著且系数为负，可能原因在于农产品进行出口贸易造成的本土种质资源流失、育种技术外溢等现象，对我国农作物育种创新产生了负面影响。而教育支出（education）不显著，可能的原因在于：因种业相关数据的缺失本文选取教育总支出进行测算，未能直接反应政府对育种技术人才教育的重视程度，使教育支出未对我国农作物育种创新产生显著影响。
3.2.2植物新品种保护的调节效应分析

本文进一步在模型中加入植物新品种保护水平及其与FDI技术溢出的交互项，以考察植物新品种保护水平对FDI技术溢出影响农作物育种创新的调节效应，结果如表5模型3和4所示。交互项系数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植物新品种保护水平可以正向调节FDI技术溢出效应与农作物育种创新之间的关系，即植物新品种保护处于更高水平时，FDI技术溢出对农作物育种创新的正向效应更显著。这一结果与前文分析一致，即维持一定的植物新品种保护水平能够提高引外商投资动机，有利于提升FDI技术溢出的正向效应，通过保障良好的种业市场竞争环境提升我国农作物育种创新水平。
表5 基准回归与调节效应回归结果
	变量名称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FDIS
	14.415***
	15.450***
	16.629***
	11.539***

	
	(3.826)
	(3.570)
	(3.641)
	(3.416)

	funds
	
	23.836**
	22.706**
	12.905

	
	
	(9.579)
	(9.591)
	(8.949)

	staff
	
	69.844**
	71.972**
	-25.637

	
	
	(33.907)
	(33.885)
	(33.026)

	export
	
	-1.671***
	-1.652***
	-1.615***

	
	
	(0.287)
	(0.287)
	(0.266)

	import
	
	0.133***
	0.134***
	0.122***

	
	
	(0.024)
	(0.024)
	(0.022)

	education
	
	-1.511
	-1.621
	-2.601*

	
	
	(1.459)
	(1.458)
	(1.356)

	seeded
	
	2.696**
	1.758
	1.777

	
	
	(1.304)
	(1.428)
	(1.324)

	PNVP
	
	
	7.276
	8.017*

	
	
	
	(4.550)
	(4.218)

	交互项
	
	
	
	3.115***

	
	
	
	
	(0.326)

	常数项
	-139.620***
	-159.996***
	-172.046***
	-132.077***

	
	(38.659)
	(50.670)
	(51.157)
	(47.602)

	观测值
	609
	609
	609
	609

	R2
	0.550
	0.623
	0.625
	0.678


注：1）***、**、*分别表示1%、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2）括号内为标准误；3）所有回归均控制了时间效应和地区效应，限于篇幅，表中仅给出变量的回归结果，下同
3.3内生性与稳健性检验

3.3.1内生性检验

为避免由反向因果关系和遗漏变量等原因导致的内生性问题，进一步采用工具变量（IV）法进行检验上述结论是否依然成立。考虑到我国从外商直接投资渠道获得的技术溢出在相邻地区具有一定的溢出效应，借鉴谢莉娟等[25]研究，本文选用与该地区相邻省份FDI技术溢出的均值及其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结果如表6中模型1和2所示，主要变量显著且方向未发生改变。
3.3.2稳健性检验

为了验证前文估计结果的稳健性，文章进行以下两个稳健性检验：第一，借鉴李娟等[11]的研究，将式（4）中的GDP替换成固定资本形成总额，重新计算各省FDI技术溢出进行稳健性检验。第二，将式（5）和式（6）中资本折旧率δ取10%计算各国研发资本存量用于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如下（表6模型3-6）。总体来看，回归结果与上文基准回归结果基本一致，证实了结果是相对稳健的。
表6内生性与稳健性检验
	变量名称
	工具变量（IV）法检验
	以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测算
	以资本折旧率10%测算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FDIS1
	0.090***
	0.059*
	15.450***
	11.556***
	15.450***
	11.547***

	
	(0.029)
	(0.032)
	(3.570)
	(3.416)
	(3.570)
	(3.418)

	funds


	18.335*
	18.869*
	23.836**
	12.914
	23.836**
	12.954

	
	(10.609)
	(10.592)
	(9.579)
	(8.950)
	(9.579)
	(8.952)

	staff


	39.887
	32.572
	69.844**
	-25.907
	69.844**
	-25.731

	
	(34.978)
	(34.996)
	(33.907)
	(33.037)
	(33.907)
	(33.044)

	export


	-1.705***
	-1.701***
	-1.671***
	-1.616***
	-1.671***
	-1.616***

	
	(0.311)
	(0.309)
	(0.287)
	(0.266)
	(0.287)
	(0.266)

	import


	0.140***
	0.133***
	0.133***
	0.122***
	0.133***
	0.122***

	
	(0.025)
	(0.026)
	(0.024)
	(0.022)
	(0.024)
	(0.022)

	education
	-2.378
	-2.497
	-1.511
	-2.613*
	-1.511
	-2.609*

	
	(1.563)
	(1.558)
	(1.459)
	(1.356)
	(1.459)
	(1.356)

	seeded


	3.687**
	3.357**
	2.696**
	1.754
	2.696**
	1.770

	
	(1.469)
	(1.593)
	(1.304)
	(1.324)
	(1.304)
	(1.324)

	PNVP
	
	4.945
	
	8.273*
	
	8.213*

	
	
	(4.670)
	
	(4.219)
	
	(4.220)

	交互项
	
	0.008**
	
	3.111***
	
	3.108***

	
	
	(0.003)
	
	(0.325)
	
	(0.326)

	常数项
	-3.551
	-11.488
	-153.674***
	-117.131**
	-159.588***
	-129.911***

	
	(37.942)
	(37.995)
	(49.631)
	(46.701)
	(50.602)
	(47.569)

	观测值
	580
	580
	609
	609
	609
	609

	R2
	0.612
	0.617
	0.623
	0.678
	0.623
	0.678


3.4进一步分析

3.4.1不同地区的农作物区域育种创新水平划分

由于区位、经济发展程度的差异，我国内地各省市的FDI技术溢出、农作物育种创新水平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为更准确地考查二者之间的联系，本文依据1999-2019年间各地区农作物区域育种创新水平，借鉴王鹏和张剑波[26]的研究，采用K-means聚类分析方法分为三类，且通过对轮廓系数进行遍历，发现分三类的轮廓系数为0.633，处于第三水平，证明具有较好的聚类效果。具体结果如下：

表7 不同地区的农作物区域育种创新水平划分
	类别
	地区

	农作物区域育种创新高水平地区
	北京、山东、河南

	农作物区域育种创新中等水平地区
	河北、辽宁、吉林、黑龙江、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湖南、广东、四川、云南

	农作物区域育种创新低水平地区
	天津、山西、内蒙古、上海、江西、湖北、广西、海南、重庆、贵州、陕西、甘肃、宁夏、新疆


3.4.2分地区回归

按农作物区域育种创新水平进行分组回归，由于农作物区域育种创新高水平地区样本量过少，且经检验严重多重共线，故为确保实证结果的可靠性与准确性，本文将农作物区域育种创新高、中等水平地区划分为一组进行回归，农作物区域育种创新低水平地区划分为一组进行回归，回归结果见表8。在农作物区域育种创新水平较高的地区，FDI技术溢出及交互项均显著且系数为正；而在农作物区域育种创新低水平地区，FDI技术溢出为负但不显著，交互项显著且系数为正，即FDI技术溢出和植物新品种保护为互补关系，其中一个的边际效应会随着另一变量的增加而递增。以上说明，在农作物区域育种创新高、中等水平地区，植物新品种保护水平的提升能够增强FDI技术溢出对农作物区域育种创新的促进作用；在农作物区域育种创新低水平地区，FDI技术溢出对我国农作物区域育种创新未产生显著影响，但FDI技术溢出和植物新品种保护二者共同作用时可以有效提高农作物区域育种创新水平。这与朱东平[27]学者的研究结果类似，对于第一产业的FDI，虽然引进外资会在某些条件下损害东道国利益，但若能使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维持在某种适宜水平，那么FDI的流入就可以改善社会福利。
结合现实也不难发现：虽然外商直接投资给东道国带来了先进的育种技术和管理经验，有利于育种技术创新提升，但当东道国的农作物区域育种创新处于水平较低时，与发达国家的育种技术水平差距过大，学习模仿发达国家技术需要较高成本；而且相较于本国，发达国家先进的品种能够快速抢占市场，获得较高的市场份额，不断增大本土企业竞争压力，从而削弱育种主体研发动机；同时外商企业提供的更高薪资也会吸引本土育种研发人才，造成我国育种人才流失，使FDI技术溢出对我国农作物区域育种创新产生负向效应，因而整体未表现出对我国农作物区域育种创新的显著影响。此外，当FDI技术溢出效应过大时也会削弱外商企业进行外商直接投资的动机，因此为了把溢出效应控制在适宜的强度上，就有必要维持一定的植物新品种保护水平来进一步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以便持续地发挥外商直接投资渠道下的正向技术溢出效应，形成良性循环，实现我国农作物区域育种创新的提升。
另外，在低水平地区植物新品种保护水平在5%水平下显著为负，即在低水平地区，植物新品种保护水平的提升对农作物区域育种创新存在不利影响，对此本文认为该现象的可能原因在于：当育种创新水平较低时，育种技术的提升主要依赖于模仿，而植物新品种保护的提高会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知识流动和技术学习，不利于本土企业进行模仿创新，使植物新品种保护水平变化所产生的抑制效应大于其所带来的激励效应，呈现出植物新品种保护负向影响农作物区域育种创新。但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文中育种创新指标由新品种申请和授权数量为基础测算的，故回归结果只能在一定程度上表示植物新品种保护显著抑制了植物新品种申请授权的数量，鉴于黎文靖[28]学者曾提出知识产权法院对创新呈现显著抑制效应，但该抑制效应主要作用于公司低质量专利的申请，类似地，本文实证结果中呈现出植物新品种保护对育种创新抑制作用的原因也可能在于减少了低质量的品种申请数量，且依据本文选取的变量分析不能排除这一原因。综上，仅基于本文研究结果分析，不能过于肯定地得出在低育种创新水平地区提升植物新品种保护水平是弊大于利这一结论，未来可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寻植物新品种保护对申请授权品种的质量、应用价值、市场价值等方面的影响。
表8 分地区回归结果
	变量名称
	农作物育种创新高、中等水平地区
	农作物育种创新低水平地区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FDIS
	20.168***
	21.940***
	18.384***
	-0.702
	-0.763
	-1.692

	
	(4.566)
	(4.935)
	(4.692)
	(1.630)
	(1.620)
	(1.617)

	funds
	65.333***
	62.984***
	55.771***
	2.720
	3.084
	4.058

	
	(13.315)
	(13.547)
	(12.832)
	(4.703)
	(4.678)
	(4.604)

	staff
	-78.070*
	-73.094*
	-141.682***
	19.937
	17.039
	-6.148

	
	(39.712)
	(40.066)
	(39.523)
	(22.467)
	(22.374)
	(23.136)

	export
	-1.403***
	-1.398***
	-1.202***
	0.169
	0.144
	0.027

	
	(0.296)
	(0.296)
	(0.281)
	(0.297)
	(0.295)
	(0.292)

	import
	0.282***
	0.282***
	0.281***
	-0.003
	-0.002
	-0.004

	
	(0.030)
	(0.030)
	(0.028)
	(0.019)
	(0.018)
	(0.018)

	education
	-3.510*
	-3.526*
	-5.002**
	1.523**
	1.584***
	1.397**

	
	(2.050)
	(2.051)
	(1.950)
	(0.605)
	(0.602)
	(0.594)

	seeded
	4.282**
	3.134
	5.262**
	-0.198
	0.044
	-0.025

	
	(1.829)
	(2.195)
	(2.101)
	(0.554)
	(0.563)
	(0.553)

	PNVP
	
	5.891
	8.545
	
	-4.272**
	-3.961*

	
	
	(6.222)
	(5.884)
	
	(2.100)
	(2.064)

	交互项
	
	
	3.803***
	
	
	0.462***

	
	
	
	(0.644)
	
	
	(0.144)

	常数项
	-215.496***
	-230.555***
	-239.164***
	-23.289
	-17.942
	-9.728

	
	(72.142)
	(73.888)
	(69.687)
	(20.591)
	(20.632)
	(20.425)

	观测值
	315
	315
	315
	294
	294
	294

	R2
	0.831
	0.831
	0.851
	0.737
	0.741
	0.751


4结论与启示

4.1研究结论

本文从外商投资视角出发，在理论分析基础上，基于我国1999-2019年间29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检验了FDI技术溢出对我国农作物区域育种创新的影响，以及植物新品种保护水平的调节效应，并对我国29个省份的育种创新水平进行划分，进一步分析了处于不同育种创新水平地区二者之间的影响。得出以下结论：（1）FDI技术溢出对我国农作物育种创新水平影响整体呈现促进作用，随着植物新品种保护水平的提高能增强这种促进作用，研发投入、进口贸易、人均播种面积均有利于农作物区域育种创新，且通过研发投入渠道提升育种创新的作用最强，而出口贸易会抑制育种创新。（2）采用K-means聚类分析方法将我国29个省、市、自治区的农作物育种创新水平分为三类发现，北京、山东、河南三地的农作物育种创新能力处于高水平，12个地区处于中等水平，14个地区处于较低水平。（3）分地区看，农作物育种创新高、中等水平地区，植物新品种保护能够增强FDI技术溢出对我国农作物育种创新的促进作用；农作物育种创新低水平地区的FDI技术溢出对农作物育种创新影响不显著，植物新品种保护水平的提升不利于农作物育种创新，但二者共同作用时却能有效提升农作物区域育种创新，即其中一方的提升可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另一方对育种创新的负面作用。
4.2政策启示

上述实证结论对于我国提升农作物育种创新能力、打赢“种业翻身仗”具有重要启示。基于此，本文得出以下政策启示：（1）坚持自主创新，加强研发投入。加大建设种质资源库等公益性投入，做好种质资源的保护和保存工作，开展种质资源库共享服务，推动种质资源向企业和科研院所全面开放利用，提升种质资源利用效率，为新品种研发工作提供充足的保障。同时出台诸如研发费用税收抵扣、降低研发融资成本、提供免费技术交流培训等相关优惠政策，降低育种研发主体的综合成本，增加育种创新主体研发的动力，提升整个区域的育种创新能力，避免出现因过度依赖发达国家技术而陷入被动的情况，实现从低技术的模仿改良向为高技术的自主创新转变。（2）提高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水平，优化市场环境。加大对植物新品种的保护力度。在人员思想方面，强化对区域植物新品种的保护意识、维权意识，定期对育种创新人员进行培训，学习相关的法律法规；在政策制定方面，不断完备植物新品种保护内容，将育种技术、育种成果等环节纳入植物新品种的保护范围，建设全方位的植物新品种保护体系，适当调整植物新品种保护名录，尽可能地增加保护种类的数目。此外，不断完善植物新品种保护措施，加快推进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建设，出台相关配套规范和标准，提高制度实施效率；在政策执行方面，积极宣传植物品种权保护的相关规定，严查严办缺少生产经营许可证的企业，避免自留种、仿制品在市场上流动，大力打击侵权套牌等违法行为，发挥政府监督管理职能，保障良好的育种创新环境。（3）坚持因地制宜的改革原则，切实调整外资引入政策。一方面，在育种创新水平较高的地区，鼓励国内企业寻求育种技术行业的外商直接投资。制定更多相关优惠政策来提高农业开放水平，如在农业新品种选育与种子生产等领域放宽中方最低控股比例，适当允许外资控股或独资经营，鼓励外商在国内开设科研机构。另一方面，在育种创新水平较低的地区，适度控制外商投资规模。适时提高外资准入限制，鼓励外商投资向较高水平地区转移，同时重视人才在提高育种创新水平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提高区内教育经费投入占比，培养本土育种创新人才，并制定有利于本土企业吸引高端人才的优惠政策，逐步提升育种创新高技术人才的福利待遇，促进外资企业育种人才向本土企业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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